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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否定，陈仲子最终欲将自己异化为
物，从这一层面上来说，无疑是一曲迷
失自我的笑剧。演出当晚，当演至陈仲
子意欲化身蚯蚓而不可得时，现场观众
发出了善意的嘲笑。 
《陈仲子》中其他角色也尤为“可
爱”“可笑”。剧中，门子汲汲营营，“傍
官气”、索要贿赂。其扮演者郭智峰先
生将门子左右逢迎的形象演活了。门子
以闽南语方言的谐音，将“上大夫”“中
大夫”与“豆腐”并列，嘲讽当朝者专
务趋奉，充满了黑色幽默（2），让人会心
一笑。“食鹅呕鹅”一出，当门子将微信、
支付宝亮出索要贿赂，现场观众笑声哄
然。门子的插科打诨既调节了剧场气氛，
也将阿谀奉承、因利而动的世俗风气展
现无疑。充满谐趣的“笑料”在门子与
众家丁、送鹅者（皆为歌队担当）的对
话中随处可见，给剧场带来莫大的欢乐。
然而，这真的只是一场笑剧吗？“贞
廉”对陈仲子来说，是一团先天存在的
光圈，他循着她的指引，不断叩问，从
弃离显贵出身、摔坛自罚到食鹅呕鹅，
一层层剥离世俗的外衣，以至最终连最
基本的生存物质也加以否定。他从一个
坚定的贞廉主义者，成为了一个不折不
扣的怀疑主义者。贞廉的精神性追求降
格为对物质来源的怀疑，这就是陈仲子
的荒诞之处。越是想摆脱物质的束缚，
越是在意物质他者的困扰，陈仲子就越
陷入他者的泥潭，怀疑自我存在的合理
性。这也是陈仲子这一人物形象所生发
出来的黑色幽默。
异化为物让人不难联想到卡夫卡
《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区别在于前者
主动异化，而后者被生活胁迫。我们不
妨剥开陈仲子欲与蚯蚓比廉的荒诞外
壳，你看到的可能是一幅弥漫悲剧性的
寓言图景。陈仲子“辟兄离母”“灌园
据相”乃与俗世分流，“碎坛绝食”则
是一种道德自省，“蚯蚓比廉”则是其
对“贞廉”终极境界的探索。在这一
过程之中，陈仲子不断做出选择，不断
躬身自省，不断做出行动。他的语默静
动，蕴藏着人类对自身精神探索的复杂
脉络，在这一层面上，陈仲子对“贞廉”
的追求是一种追求极致的精神范式，就
如夸父追日，长河在即，悲歌却起。所
以王评章先生认为陈仲子：“作为一种
精神范式，表达着的是精神理想而不是
现实理想。它的意义不在于自身的普遍、
完整实现，而在于永远彰显人类、历史、
时代的非完整性。”[4] 陈仲子无疑是时
代的“精神病患者”彰显着时代本身的
精神病症。而当代，众生汲汲营营、熙
熙攘攘，我们对陈仲子的哂笑不正折射
出时代精神的症候。陈仲子的自我救赎
始于精神的自我觉醒，而终于自我的覆
灭，是一出悲剧，更是一种寓言，“在
表面近乎荒谬的‘以廉立身而几不可为’
的逻辑下面，是一个近乎悲怆的人生终
极关怀”[5]144。反身观照自身，我们与
陈仲子一样常处于抉择之中，但更多时
候，我们会迷失在生活之中，与其说是
我们嘲他，毋宁说是自嘲。这也是陈仲
子这一人物形象带给观众的黑色幽默。
这种嘲他与自嘲的反转同时也发生
在门子这一角色的安排上。借门子之口，
剧作者巧妙地将地域方言和口音笑料融
入陈仲子的人生悲剧之中，笑声愈响亮
愈显得陈仲子人生图景的荒凉。当门子
亮出收款码时，台下观众无不会心一笑，
这一笑是轻松更有无奈。将现实赤裸裸
地搬上舞台，以温情脉脉的“喜剧性”
指向现实，实现陌生化的同时也完成对
现实的嘲讽。舞台与现实的交融，不仅
体现在现实图景搬上舞台，还在于此次
演出匠心独具的设计上。此次舞台演出，
杂色主要由歌队充任。歌队与乐池相对
并列舞台两边。歌队的功能不仅限于传
统的舞台帮腔，且时而充当剧中角色，
如化身汲水者，与陈仲子进行对话，如
成为陈府门的家丁和送鹅者，嘲讽门子
的势利。台下与台上互相交融，打破了
传统的舞台空间，且歌队置于舞台前方，
实现了观演的间离。台上、台下的界限
不再严格区分，观众不再沉溺虚无的戏
境之中，而不时地被拉回现实，观照现
实本身。戏即人生通过这种方式而得到
实现。
每个时代都会有基于当下的生存世
界和现实境遇而产生新的关注点，恰如
福柯所说，重要的不是作品解释的年代，
而是解释作品的年代。当这样的陈仲子
置身于极具现实指向性的环境之中，《陈
仲子》所传达出来的恐怕不再是单纯的
一种历史指涉，它更多地代表着一种人
格范式，表达的是民族的一种精神追求
主题在时代中的变奏。陈仲子如此悖于
时宜，却仍不断追寻。当连蚯蚓都不接
纳他时，他更像一位英雄，以“虽千万
人吾往矣”为盟誓，即将开启唐 • 吉诃
德的第二次精神之旅，可能周遭笑声四
起，但他置若罔闻。“就在他撞到树上
去的那一刻，他仍然在探索自我与追问
自我，我不相信在那光明的一瞬间他找
到了答案。我相信它们只能被寻求、被
永恒地寻找，而且总是由具有人类荒谬
性的某个脆弱的成员来寻求。这样的成
员从来也不会很多，但至少总有一个存
在于某处，而这样的人有一个也就够
了。”
[6]156 陈仲子们昭示着人类精神世
界的非完满性，“种族必须有这种超越
精神的智慧和牵引，才能自我挽救、自
我提升”。[4]76
